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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 1

 

       ——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袁  剑 2
 

 

内容摘要：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
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
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
近代转型的过程。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
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
其互动关系，最终从结构动力角度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群体的“统一环”，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
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并进而阐释其
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这种边疆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
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关键词：一般思想史；边疆思想史；统一环；人文-地理；关系学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

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

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

型的过程。梁漱溟在其已成经典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曾充满期待地指出：“世界未
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3
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和平

尚未可期，以“调和”为特质的中国思想类型尚未真正成型，但在后世的实践层面，这种以兼容

合一为思想旨趣的中国文化却始终是我们努力达致的目标之一。 

随着 20 世纪的逐渐展开，中华民族逐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化的独立自存已然是

不可撼动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思想史的关注也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一个中

心议题经由历代思想秩序、意识形态以及后来基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转变。
4
 在当下

我们认知内部结构与内外关联变得如此迫切的时候，如何认知国家的内部空间特质及其历史变迁

的思想史逻辑，就成为在国家与跨国语境下理解和阐释边疆及其时空意义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

认知中国思想史整体性的重要环节。 

 

一、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 

 

毋庸置疑，地理特征与文化聚合为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物质与精神基础，并在数千

年的时间里维系着中华认同的连绵不绝。这种基于历史连续性与地缘关联性的“连续性时空”，

成为容纳中国历史与现实族群、物质与文化观念变迁的“包容器”，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整个

中华文化生命律动的现实根基。但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长期以来，受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

                                                        
1 本文刊发于《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1 期。 
2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3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 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525 页。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9-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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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标》一书中所揭示的文明“轴心期”影响，我们对公元前八百年左右形成的包括中国文明在

内的几大文明中心形成了某种本质化的认知，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雅斯贝斯本人，也注意到了

轴心文明本身的有限性问题，并指出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类也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的

限度问题以及彼此间的关联性，“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
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
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
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
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
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
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
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
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对于“轴心文明”的边缘认知，就成为我

们理解并揭示“文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关系的关键环节。 

古代中国的轴心文明特质，由于中国进入近代的被迫性以及近代转型的不充分特征，以至于

在当下的思想史叙述中，始终面临着一个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与作为国家体的中国之间的空间契合

难题。这一追寻空间契合的努力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古今转换过程。大体而言，在古代语境中，

在话语实践层面，可以借助某种具有道德意味与弹性空间的“天下”叙事来构筑一种具有普遍性

和超/非地域的中国观，道德在其中具有某种普遍适应性，一如民国时期著名政治思想家萧公权

所言：“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前者合法而未
必合理，后者则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虽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则为一合理之标准。”
2
 

在这之后，社会变化日甚，思想领域随之调整，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在秦汉，与完成

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相适应，诸家学说逐渐合流，而儒家则凭借其建立在深厚小农生产经济上的血

缘宗法纽带，吸收各家观点并加以改造；在这当中，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

进行了异质同构的类比关联，从而构筑起一种宇宙论系统图式，以强调自然-社会作为有机整体

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秩序。
3
 

而到了近现代，随着 19、20 世纪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体系的全面确立，诸多关于空间与区

域秩序的传统实践与逻辑受到了巨大挑战，世界各区域开始广泛出现思想空间的“民族国家化”

图景，在现实实践层面，以国家为前提来构筑思想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方式，即便是之前就已成

型的轴心文明区域也概莫能外。中国本身也经历了从王朝向近现代国家的转变，传统意义上对于

王朝的认同也渐次转化为更具抽象性的国家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与思想叙事。这种基于

“民族国家化”的思想史叙述，客观上塑造了以国家当代版图为标准空间的特质类型，这当然有

助于我们对于国家思想气质与知识类型的认知，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习惯了对于中国知识地图

和知识空间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叙述，以及在这种叙述中形成的对于中心与周边的均质化想象之

后，由于具体叙事空间的前后差异，就会历时性叙述与共时性实践层面暴露出明显的认知等级格

局。这与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社会家族结构的差序格局有类似之处，但同样存在不同的情况。例

如，当我们以历史时期的西域认知和当代基于现实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中亚五国认知，并试图加以

连贯性的思考和论述的时候，关于中亚是什么的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理解和认知层面的一个难

题。在我们的对外认知链里面，并不存在一个认知深度渐次递减的趋势，恰恰是核心区具有知识

                                                        
1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14-15 页。 
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第 48 页。原书初版于 1940 年。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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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密度，域外的欧美等区域同样具有较高的知识密度，而边疆-周边区域恰恰处于知识结构

的“塌陷区”。这种局面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当下全球互联的时代，凸显出我们

当下在认知与中国相接的周边世界过程中所存在的某种“断裂性”，尤其是古代与近现代话语之

间的错位。这些话语结构方面的错位，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着我们对于整个外部框架的既有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去认知和填补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从而在认知框

架上揭示这种理解古代、近代与当代思想叙事中所存在区域间关系，进而塑造一种更具整体性与

“边疆”包容感的中国思想史话语，或者说，去构筑一种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类型。 

 

二、理解“统一环”：边疆思想史及其关系维度 

 

边疆既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思想。作为一个具有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中国，理解边疆区

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内部逻辑以及这些逻辑与整体性的王朝治理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言之，如

何理解中国历史中基于地缘与人群基础的“统一环”结构，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在我们当

下对于国家叙述的“焦虑”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对于边疆所处的结构性地位的认知难题，
1
 童

书业先生曾经说过：“元、清以新兴民族之势，利用中国天然富源，故能保持极盛大之疆域；次
则唐、汉，秉本族极盛之势，外征四夷，疆域亦广；而以分裂时代之五代疆域为最小。此实可证
一国之宜统一而不宜分裂也。至汉族本疆秦、汉以后所以不能有大扩张者，乃因农业经济之限制
及国人狃于《禹贡》之观念所致。”

2
 他的这一论断指出了传统认知中关涉边疆的既有框架，这

种框架将边疆放到了一个实用性的位置，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对于整体性的国家或王朝认同

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用性的古代语境，从近代起转变为一种国家叙述的困境，并在当下进一步

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范畴与内涵的认知。 

有鉴于此，面对历史生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以及当代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

的现代国家结构下，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

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

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赵汀阳在论及“天下”时曾指出：“通过语义上的三位一体，
天下概念暗示着一种理论规划，在其中，大地、人民和政治制度之间被假定有着某种特定的不可
分割的必要联系。‘天下’因此就成为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一个厚重概念
不仅拥有全方位的综合语义，它同时还构成一种内在于这个概念的哲学语法，这种哲学语法规定
着它所包含的各种含义之间具有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的关系。”3

可以说，关系维度在构筑“天下

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黏合剂作用，并成为思考和理解“天下”乃至中华文明历史延

展性的结构基础之一。 

在后来进一步论证的中华文明的“旋涡模式”中，赵汀阳系统解释了从商周一直到清末数千

年来，中国逐步扩展的关键并非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在于外围竞争性力量不断向心转入

旋涡核心这一过程当中。在他看来，象形书写文字、庞大成熟的思想系统、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

以及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以中原为核心形成“中国旋涡”的四大动力根源。
4
 这种论述充满着逻辑魅力和启发性，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中国旋涡”生成中的内

在关系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这四大动力根源又是如何构成内在的结构关系的？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

                                                        
1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2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 1949 年，第 48-49 页。 
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83 页。 
4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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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尝试，为了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如何经由历史的锤炼最终形成稳定的“统一环”，以此为目

标，“边疆思想史”试图构筑的是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

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诸族群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特别关注中

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

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
1
 概言之，边疆思想史所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地理与人群

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统一环”的？这种结构性的稳固“统一环”是如何阶段性地生成的？“统

一环”中的环间关系得以型塑的地缘生态基础及其历史动力是什么？ 

在具体的结构关系层面，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并不专注于对历史上思想流派的纵向追索，而

是着力于对跨区域关系及其内部的人际、群际与族际思想关系的横向探究，探究中国内部区域间

关系的。从更为一般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跨区域的横向思想关系阐释需要一种对于区域间关系尤

其是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性感知，并揭示这些关系的整体性意义。如果我们以学界对于中华民

族、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模式为例，那么，系统的分析将围绕

其内部区域结构展开，并探究这些模式中“统一环”的结构关系，具体而言，边疆思想史将着重

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

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

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产生的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

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形成一种关于区域间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这种边疆思想

史路径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

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2
以实现一种涵盖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解释维度的中国思想史框架。 

 

三、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围绕着上述的跨区域、横向化阐释，边疆思想史呈现为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它之所以是一种关系学，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结

构性框架，以及这些关系随着王朝兴替所呈现的历时性变迁，这种关系与变迁十分重要，因为它

们揭示了边疆区域内部所折射出的相关社会-群体特质。正如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巴斯所言：“在一
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
的互补性。这样的互补性可能会导致相互依赖或共生。”

3
 这种结构性判断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述

的议题。而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理解各边疆区域间的“编码”系统及其构成，也就是说，必

须结构性地理解各边疆区域之间基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生态而构成的独特“编码”方式，这种编

码方式不同于农耕区域内部的一般组织逻辑，它是一种基于各自区域生态与人文知识分类基础上

的博物逻辑，这种博物逻辑涉及到各区域间的生态知识与日常生活形态之间的相互衔接与关联，

进而构成了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关于“天-地-人”结构的区域间关联，在这种关联的维度上，我们

将能够获得兼具宇宙论（“天”的指向）、地缘关系（“地”的指向）和族群关系（“人”的指向）

的三重关系结构，从而全面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以及边疆区域与中原地域实现社会、思想与

群体关系榫接的关键要素，在此过程中，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结构得以逐步生成。具体到中

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这些博物逻辑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秦汉兴替时期，长城地带

涉及的如今北疆地区的内部组织关系如何呈现，这种关系对汉朝边疆治理的整体逻辑造成怎样的

影响？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以北魏长城为代表而构筑起来的北部地域究竟在北朝政治与军事

                                                        
1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2 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3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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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中扮演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角色，这些区域内部的军镇社会发展轨迹究竟如何影响了之后隋

唐甚至宋代的边疆治理逻辑？在唐宋转型时期，西域内部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是什么，这一区

域历史与整体的唐、宋史的关系如何加以整体性的厘清与阐释？在明清易代之际，东北地区内部

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又呈现出怎样的特质，这一区域在明清史叙述中如何进行具有连贯性的叙

述，而不至于被明清易代本身形成的阶段性特质所割裂？在过程方面，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施治，而且还尤为关注边疆地区的内在社会-群体变迁对于中央政

权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后一朝代边疆治理逻辑打上的烙印。它既是双向的，也是复线

的。 

边疆思想史是人文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作为中国文化及其内在实践的一种面向，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筑了我们自古以来超越种族、血缘、宗教与语言的共同体认同，并内化为

一种柔性思想方式，形成贯穿历史与当下的整体知识氛围。《论语·季氏》有言：夫如是，故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种关涉中国边疆区域的思想史路径，人文的

力度与韧性形成了它与一般思想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文德”为核心的道德普遍主义观念，其

理想的涵盖范围，超越了中国既有的农耕区域，而开始进入各边疆区域，从而呈现出一种对于整

个边疆区域的整体关照，进而在具体的时段生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叙事框架与风格。在具体

的话语实践中，这种叙事框架与既有的中原叙事框架之间的关系应避免相对生硬的空间与时段拼

贴，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平滑的解释，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历时性与空间性关联得以有效确立与维系。 

边疆思想史又是地理的。地理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事实上塑造了中华民

族赖以生存的独特空间，而且在文化层面，形成了深厚的舆地学传统，孕育了“九州”、“十二州”

等天下地域分类，进而型塑了我们关于内外部世界的理想模型与共同体想象，《尚书·禹贡》中

曾有这样一段叙述：“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
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
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1
 概

言之，这种以地理距离加以空间类型化区分的模式，虽然无法与东亚地区真实的地形地貌全然匹

配，但依然内化为一种以“中邦”为核心的对于周边区域与空间关系的想象，植根于后世的历史

记述与政治实践当中。因此，系统性地理解中国内部的区域地理逻辑及其历时性的变迁，将会为

我们呈现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边疆区域行政地理组织变迁图景，同时展现出这些变迁图景之中

暗含着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对

于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边疆性”问题。
2
这里所谓的“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

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

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 

 

四、理解“编码关系”与“博物逻辑”：实践的进路及其可能 

 

思想史的阐释离不开实践的路径，关于边疆结构的思想史阐释同样如此。在历史上，长期以

来交通的困难，使中国边疆与非边疆区域之间形成了理解区域关联的某种地理困境。随着现代交

通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今交通方式的便利性，使我们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来穿越边疆地带，在对边

疆景观的认知中去发现一般阅读中忽略的边疆地域间关联性问题，从提供了一种从当代实践中理

解“边疆思想史”的可能。在这过程中，文献的解读结合具体的实地探查，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基

                                                        
1 《尚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7-91 页。 
2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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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边疆思想史的历时性框架与共时性关怀，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的“编码关系”

是什么，又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其独特的“博物逻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带着这种期许与尝试，笔者在 2019 年 7 月初曾经从北京出发，由陆

路连续探访了位于长城中部地带的榆林镇北台、统万城遗址、石峁城遗址，并由南到北穿越黄河，

进入阴山两岸，经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寻访当地的秦汉长城和北魏六镇遗迹，之后又一

路向西，前往额济纳，探寻黑水城遗址，随后折向南方，先后探访嘉峪关和敦煌，历时两周，全

程上千公里。这一“重走长城线”的过程，使笔者重新去思考作为带状的长城及其周边区域在理

解整个中国过程中的意义所在。这种思考期待，在回京后的阅读中得到了某种实践上的佐证。 

年轻的汤因比在 1929至 1930年间，曾趁着赴日本京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期间，

前往中国旅行，其间登上了古老的长城，在他 1931 年出版的《中国纪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中这样写到：“眼前那些锥状的山峰，锯齿般隆起的陡峭山坡，还有
同时向各个方向伸展的山脊，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对我们的眼睛是如此陌生。当看到层峦叠
嶂在中国山水画中被如实地描绘，我们还以为它跟龙或麒麟一样，是一种由怪诞想象而催生的产
物。因而，即便一名西方人目睹了眼前的现实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确定，他连做
梦都不会想到要把人的印记添加到如此奇特的‘自然’之上。我相信，连罗马的军事工程师也不
会在这样的山峦上建造什么特别的工事，而是坚信此处‘自然’本身便可作为一道屏障。两千年
前，那些古代中国‘天下’的承命者却并没有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用画笔在群山中勾画出这座
错综复杂的迷宫，也同样大胆地将长城一再延展至几百甚至几千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山顶的尖峰
——如此驾轻就熟，迫使‘自然’为他们的人类利益服务。在外来观光客的眼里，长城有两大特
征使我们这些‘蛮族’充满敬畏与钦佩之情：一是那些古代的测量者运用不可思议的技巧，将山
形轮廓巧妙地加以利用。”

1
 他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具有惊人的启发性，提醒我们，有必要将长城

作为一种与“山”“水”等量齐观的自然之物来加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完整地认识长

城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与山水同在的“自然性”所具有的历史魅力；它的功用在最初固然是防御

与镇守，但在这之后的数千年时间里，虽然屡经残破，但长城已经与所在的山水融为了一体。如

果说我们常见的刻字勒石是一种易于理解的“编码”的话，那么，这种作为“自然之物”的长城

与其山水构成了一种更具整体意义的理解中国北部生态结构的“编码”，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内嵌

到文化-地理图景中的现实之物，一种始终维系人群与族际关系的社会空间结构。 

从方向性上来看，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与各个边疆区域构成了我们从东-西向来理解中国

内部结构的“编码关系”，在这种“编码关系”中，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确立并维系，进而构成整体上的中原-边疆结构，就构成了我们进一步理解整体结构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这里，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更具衍生性的命题就是，如果我们将大运河作为与长城类似的

“自然之物”，那么，它所引导的中国两大流域关系和中原-江南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编码

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揭示了中国内部另一种独特的区域间关系。当然，这个议题已经超出

了本文讨论的内容。 

汤因比的经历与体验为笔者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更多地则来自于对中国人文-地理关系结

构的聚焦式认知。让我们回到由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构成的“编码关系”本身，这种关系要能

够确立，本身需要有更次一级的逻辑来加以构筑。那么，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的关系逻辑又

是什么呢？我们以嘉峪关这一通常认为的长城西端雄关为例，考察嘉峪关的时间线，我们注意到

几个节点性的事件：在明初的 1372 年（洪武五年），时任征虏大将军的冯胜在巡视河西时，在嘉

裕山西侧修建嘉峪关；百余年之后的 1494 年（弘治七年），嘉峪关被关闭，西域封贡之路断绝；

再过了三十余年，到了 1528 年（嘉靖七年）的时候，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准许满速儿入朝纳贡，

                                                        
1 [英]汤因比著，司佳译：《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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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哈密回部迁至肃州东关附近，在这之后，“西域诸夷入贡者亦竟嘉峪关，不复取道于哈密”；

至 1593 年（万历二十一年），时任肃州兵备郭师古手书“北漠尘清”四字，勒石于黑山岩壁；由

明入清之后，此地曾经一度废弃，至 1736 年（乾隆元年），清廷在此添设嘉峪关营；1809 年（嘉

庆十四年），时任甘肃镇总兵李廷臣视察嘉峪关，写下“天下雄关”四字，刻碑于旁；1871 年（同

治十年）据中俄条约增开商埠，俄国在嘉峪关设立领事；两年后的 1873 年（同治十二年），时任

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命令整饬嘉峪关关城等，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匾额。 

从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发现，从明代到清代，嘉峪关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变化，而

这种变化，如果我们将明清两代的疆域版图合并起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此外，对于这一关

城的别称，也经历了从“北漠尘清”、“天下雄关”到“天下第一雄关”的转变过程，而在这里，

也可以与明朝-蒙古关系、清前中期的清朝-准噶尔关系、清末的清朝平定西域叛乱的整体背景关

联起来。在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博物逻辑”的群体-社会-生态关系，这种“博

物逻辑”与我们在农耕区域内部基于组织与财税秩序构筑的“儒家逻辑”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各

个边疆区域对于相同的群体、物体和资源的不同分类方式基础上，并构成了各自对于这些关系的

独特解释方式，例如游牧群体对于“纳贡”的独特解释。正是在这种“博物逻辑”的系统实践中，

我们才能较为明显地区分作为边疆地域的蒙古与西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蒙古与东北区域之间

的关系、西域与藏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对这种“博物逻辑”的深度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北部边疆区域与西北边疆区域之

间曾经有过基于内部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这种逻辑是跨朝代、跨区域的。因此，

当我们基于一般的王朝史视野来认知这些区域的时候，往往无法整体性地揭示边疆事务或事件的

历史生成语境及其影响，进而难以揭示这些区域与当时的政治核心地区的结构性关系，以及这种

关系发生变化的边疆因素。例如，如果我们能够从边疆间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北魏六镇之间的互

动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北魏权力结构变迁中的北疆因素。在这之后，笔者

又经由当年 8月份在位于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进行的田野之旅，进一步意识到，东北与北部边疆

之间在鲜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内部的互动关系（六镇结构则进一步将东北与西北联系了起来），

到了契丹和女真时期进一步复杂化，从蒙古时代更是形成影响至今的民族关系结构。如此一来，

东北、北部和西北这些位于“胡焕庸线”西侧的森林、草原和荒漠区域以及附近的农牧交错地带，

其内部关系能否作出超越一般意义上对于草原游牧力量的简单归纳，进而形成超越既有的“农-

牧”或“中原-草原”关系架构，而经由“边疆-边疆”关系来梳理出中国在历史发展中的边缘区

域及社会生成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节律及其内在动力问题。如此一来，我们或

许可以更明确地避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从整体边疆区域逻辑来思考中国的历史变迁问题，并以

此来思考“胡焕庸线”以东和以南地区的区域与社会发展逻辑，真正呈现对“跨体系社会”
1
的

现实体认，实现对于整体中国的结构性理解。 

 

五、 结语：寻找边疆的思想史阐释 

 

总之，正如怀特海曾指出的，一种知识的呈现与否，在于对其“理解”、“表达”与“重要性”

的有效揭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渴求与勇气，而中国古代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所谓的“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同样也是这种“活”性知识的体现，它强调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

及其对于事件背后的人物、行为与知识逻辑的关怀。为此，正如《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在

明清鼎革的时代变局中所反思的：“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

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

                                                        
1 汪晖：《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中的民族、区域与流动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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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

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
1
因此，在当下世界的大变局时代，构筑并完善一种具有

整体性的中国边疆结构理解路径，将为中国思想史的总体思考提供一种边疆维度的新尝试，同时，

也可能寻找到关于边疆及其相关议题的某种思想史阐释空间。 

最终，经由对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中国边疆区域间关系过程的揭示，我们将会寻找到一种

指涉“物”与“人”的关系的边疆学叙事，这种叙事将超越既有的对于区域的线性化与版块性描

述，而实现对于区域间关系的人文-地理关怀，以及对中国疆域与群体“统一环”的全新理解。

正如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城的意象逐渐由物的形态转变为人的共同体状态那样，最终，整个国家

认同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里，《禹贡》意义上的“中邦”将不再是地

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并呈现出普遍性的意义，基于这种“中邦”与周边区域结构性

关系的整体认知，也将刷新我们对于自身、历史与国家的认知，并达致一种整体上的平衡与理解。

边疆思想史的内在意义，也由此得以呈现并延续。 

 
 
 
【论  文】 

整体感与中国性 2 

        ——20 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袁  剑 3 

 

内容摘要：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以及与之并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始终是
一组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构性的重要议题。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边疆-民族论述，并
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结构性变迁，进而认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与边疆-民族议题的
内在关联，尤其是在巩固和发展边疆的过程中，对民族的整体性思考如何回应并影响对于王朝或
国家整体结构的理解，就凸显为一个相当具有探讨空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 20 世纪边政研
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梳理与分析，尝试性地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思想关系结构，
进而理解“人”与“物”在沟通边疆与民族这两个对象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凸显这种关系结
构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及其在构筑中华民族内在关系结构与中国内部区域关系框架中所呈现
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整体感；中国性；边政研究；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思想史 
 

导语：时代之变与边疆-民族议题 

 

宅兹中国，在疆与民。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以及与之并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

展历程，始终是一组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构性的重要议题。而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边

疆-民族论述，并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结构性变迁，进而认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与

边疆-民族议题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巩固和发展边疆的过程中，对民族的整体性思考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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